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5), 286-294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395   

文章引用: 陈婧娴. 破局之道: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策略探索[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5): 286-294.  
DOI: 10.12677/ass.2025.145395 

 
 

破局之道：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策略 
探索 
——基于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的经验分析 

陈婧娴 

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5年3月3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7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1日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超大城市作为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

作用。在人口基数大、社会流动性强的超大城市背景下，社区治理存在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客体原子

化、治理信息孤岛化、风险联动化复杂背景下的多重挑战。为探索破局之道，本研究聚焦北京“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的机制与逻辑，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剖析其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研究发现，

北京通过机制再造、需求响应、主体协同与技术赋能的深度融合，有效解决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复杂性背

景下的多重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构建重视红色引擎能力、重构主体权责体系、凝聚多元治理主体、

提升智慧治理水平等策略建议，以期对超大城市背景下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理路径，

由此推进超大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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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megacities, as pioneers of deepening reform and important 
engin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y a pivotal role. Under the backdrop of megacities characterized 
by large population bases and high social mobil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fragmented governance entities, atomized governance objects, isolated information silos, 
and the complex context of risk interconnectivity. To explore solut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and logic of Beijing’s “Street Blows the Whistle, Departments Report, Immediate Response 
to Complaints” initiative, employing case analysis to dissect its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Beijing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of com-
munity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 under complex conditions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ech-
anism reconstruction, demand responsiveness, subject collabo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
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the “red engine”,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consolidating 
diverse governance entities, and improving smart governance level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provid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governance pathway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
ernance in megacities, thereby advancing the refinement and capacity building of community gov-
ernance in such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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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超大城市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城市凭借其

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集聚效应和创新发展能力，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超大城市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模式转型的迫切需求。传统

的粗放式管理已难以适应社会领域，尤其是民生领域日益复杂的需求，精细化治理逐渐成为超大城市治

理的核心方向。 
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等多主体互动的制度安

排与实践方式[1]。它不仅承载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落实功能，还直接回应居民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在

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作为精细化治理的主要抓手[2]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逻辑[3]，
城市社区通过特定的治理面向串联起多元化的治理功能，既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宏观战略意图，又聚焦于

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超大城市治理离不开宏观战略和顶层设计，但社区是具体而微观的，如何将宏观

战略转化为微观路径的具体实践，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然而，超大城市社区因其人口规模庞

大、流动性高、功能密集等特点，呈现出治理格局复杂化的特征，这种复杂性使得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

式难以为继，精细化治理成为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转型，以

精细化治理理论为视角，分析超大城市社区复杂性及其多重挑战，通过北京市的实践经验，梳理超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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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区治理复杂性下的破局之道。 

1.1. 核心概念界定 

根据国务院于 2014 年下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超大城市被定义为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4]。截至 2024 年，中国的超大城市名单包括 10 个城市。这些超大城市不仅人口规模

庞大，还具有高度的功能密集性与资源集聚性，其社区治理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与联动性。 
基于此，本文将超大城市社区定义为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依托城市建设资源与社区自主经营资源等

多方面资源形成的，具有多元利益诉求、情感联结、价值认同和治理需求的人类生活聚合体[5]。与常规

社区相比，超大城市社区在资源系统性、问题连结性和治理复杂性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简单来说，超大

城市社区物理规模可能有限，但其内部资源的多样性与外部环境的联结性远超常规社区，使其治理难度

显著增加。 

1.2. 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 

1.2.1. 精细化治理理论 
精细化治理的理念和理论范式形成于 20 世纪中叶，它经历了企业精细化管理、政府精细化管理，再

到城市精细化管理和社会治理精细化等阶段，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但基本核心思想依然是追求

精准、细化、服务的过程。目前，我国学者对于精细化治理的定义存在差异。有的学者将其视为社会治

理改革的关键象征，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主要体现，以及推动社会治理进步的关键

工具。其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优化的行政管理流程和完善的机制来推动其科学有序地发展。同时，他

们也强调需要对社会需求保持高度的反馈，增加公众参与，并持续提高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准确化水

平[6]。也有学者提出将精细化治理作为一种管理的价值取向或概念，通过梳理和明确各种利益主体之间

的相互联系，促进权利再配置和运作机理的重构，从而在具体的制度、措施、方法和技术等方面取得高

效率、高质量的治理效果[7]。 
基于学者的研究，精细化治理可看作在治理过程中采取精准化、规范化、多元化、信息化的治理策

略，旨在确保组织治理中的各个单元能够准确、快速、协调并稳定地运作，最终实现治理效果的优化。 

1.2.2. 分析框架 
在超大城市社区治理中，精细化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者逻辑关系见图 1。第一，超大城

市社区治理需要突破“条块分割”的体制困境，规范化策略可以通过流程再造实现治理机制的提质增效。

第二，超大城市社区呈现“需求碎片化”特征，精准化策略通过建立“需求识别–资源适配”机制，可实

现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效能的精准投放。第三，面对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复杂系统特征，多元化要求构

建“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与多元共治生态。第四，依托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信息化将通过新一代信

息技术，为超大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技术赋能。提供全新解决方案。由此形成“机制再造–需求响应–主

体协作–技术支撑”的治理效能，从而帮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高复杂背景下的治理优化。 

2.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复杂性的解构与多维困境剖析 

2.1. 复杂性生成的三重助推机制 

2.1.1. 城市化进程加剧社区治理的复合性压力 
城市化进程通过空间压缩效应催生“风险联动化”的治理困境。首先，人口密度的指数级增长构成

治理负荷的初始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3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65%以上[8]，超大城市

人口密度普遍增大，客体原子化特征凸显。同时人口密度的指数级增长不仅突破社区物理空间的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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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ined governance and megac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图 1. 精细化治理与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关系 

 
阈值，更促使风险在不同系统间跳跃转化。以“垂直城市”结构为例，功能叠合导致治理要素呈现三维

复杂交织，形成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空间形态迫使治理团队必须从多维度同步防控风险联动，

而传统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主体碎片化与信息孤岛化带来的协同难题，进一步加剧治理负荷

压力。 

2.1.2. 社会结构变迁削弱社区治理的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变迁通过解构传统社区治理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重塑了治理实践行动逻辑。具体而言，

单位制解体和住房市场化进程催生了“陌生人社区”的普遍形态，加速社区客体原子化进程。陌生人社

区形态下，居民社会关系呈现瞬时性接触特征，社会流动超高频次导致邻里互动频次与信任水平显著降

低。研究表明，超大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普遍较低，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率与信任水平显著低于中小

城市[9]，这种社会资本的匮乏使得社区治理难以依靠居民的自组织能力，转而依赖正式制度供给，不同

利益群体难以形成治理共识，导致政策执行出现结构性断层。 

2.1.3. 居民需求变化催生社区治理的多元化转向 
居民需求从同质化向异质化、个体性向公共性的双重嬗变，正在重构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传统治

理模式将社区视为无差异的治理单元，通过统一的服务菜单进行资源配置。而现代社区的居民诉求持续

扩展，这种需求分化使“标准化服务包”模式失效，难以支撑精准服务供给。其次，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

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居民越来越希望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表达自身诉求和实现自我价值。这种需

求的变化要求社区治理从传统的“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更加注重居民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化

需求。更严峻的是，风险联动化在需求场域显现新形态：特殊群体需求缺口可能引发连锁社会风险，升

级为群体性事件。这要求治理体系突破主体碎片化壁垒，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需求响应共同体”。 

2.2.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多重困境剖析 

当城市化进程将多维压力注入社区场域，社会结构转型解构传统治理基础，居民需求升级倒逼治理

范式革新时，治理系统内部的张力便转化为多维困境，共同构成了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复杂性陷阱”。 

2.2.1. “最后一米”的效能困局与治理精细化不足 
其核心矛盾在于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践效能。在组织结构维度，超大

城市空间形态的异质性导致党组织覆盖存在制度性盲区，商务楼宇、新兴住宅区等治理单元常因产权复

杂、人口流动性高而难以建立有效组织联结，形成“有党员无组织”的悬浮状态。同时，党员队伍的结构

性矛盾突出，退休党员占比过高而服务动能不足，青年党员培养体系尚未健全，难以支撑专业化的社区

治理需求。在实践效能层面，党建引领的需求整合机制面临障碍。超大城市居民结构从均质化转向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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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口结构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治理需求的分层化。居民的多元诉求很好地体现并贴合了当前城市社

区治理的复杂形势，即不规则的、混乱的和流动的。现有“需求清单”生成机制缺乏分层分类的动态调

整能力，导致服务供给与需求结构产生系统性错位。 

2.2.2. 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与协同机制缺失 
在科层制体系下，不同部门往往基于自身职责和利益开展工作，缺乏跨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导致政

策执行中的“各自为政”现象[10]，多元主体间的权责边界模糊，形成“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治理盲

区。这种职责重叠与责任真空并存的现象，导致事务处理过程中推诿扯皮频发，跨主体协作因缺乏制度

规范而陷入低效循环。其次，权责配置的法定性不足使治理机制缺乏刚性约束，政策文件对主体权责的

界定多停留在原则性表述层面，未能通过地方立法或政府规章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框架，导致权责清

单执行易受主观因素干扰。此外，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位进一步弱化了执行约束力，对推诿敷衍、执行偏

差等行为缺乏制度性惩戒，形成“有责无究”的恶性循环。 

2.2.3. 多方利益平衡难题与社区参与动力衰减 
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涉及多类型资源，而各类资源分属不同主体，因此这些多方治理主体的利益诉

求也是不同的。不同主体之间往往因信息不对称、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而难以与政府形成有效联动，且

利益冲突和博弈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会出现整合与协调方面的障碍。其次，在当今超大城市社区的大

部分情况中，社区更多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家，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少有先前“乡土中国”具

有的居民间情感关系的摄入与加持。社区居民主体权利意识强，但公共意识弱化，更多关心个人生活，

社区参与意识薄弱[11]。这种居民的高度异质性和频繁流动性显著提升了社区内部交往、互动、协商与合

作的成本与难度，导致社区信任感薄弱、认同感缺失以及集体记忆匮乏，从而阻碍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

与培育。 

2.2.4. 信息壁垒与风险感知的滞后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超大城市社区的问题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基层风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由于条块之间信息不开放、不共享以及

技术功能、搭载手段的差别，可能导致局部问题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不同部门往往基于自身需求建设独

立的信息系统，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平台，导致信息分散且不完整，无法及时流通和整合，使得

各治理主体难以全面掌握问题的动态变化、及时评估潜在风险，导致问题积累并最终爆发。在这种“问

题链”的特征要求下，社区治理需要具备高度的敏锐性和应变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应对各种问题。 

2.2.5. 治理适配性与动态演化能力的双重不足 
其核心矛盾在于治理体系与城市发展动态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从适配性维度看，当前治理框架存在

空间适配性缺陷，政策设计与制度供给往往采取标准化模式，未能充分考量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资源禀

赋、人口结构及需求差异。这种“均码化”治理逻辑导致资源错配现象频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实际

需求形成结构性错位，尤其在高密度建成区与新兴拓展区间矛盾更为突出。其次，面对人口结构快速变

迁、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社群关系重构等新趋势，现有治理架构缺乏弹性调整空间。制度设计滞后于社

会形态演变，政策工具迭代速度未能跟上城市问题生成速率，导致治理效能呈现边际递减效应。 

3. 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的实践逻辑与治理效能 

作为超大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典范，其通过机制再造、需求响应、主体协同与技术赋能的深度融

合，将精细化治理的四大维度有机融入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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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机制再造与权责重构：破解条块分割的体制性梗阻 

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性赋权重构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系统性

回应超大城市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的责任不清难题。该机制赋予街乡党(工)委对跨部门、跨层级治理事项

的统筹调度权，并配套制定《北京市街道工作条例》等法规文件，将部门响应时效、处置效果纳入绩效

考核体系。此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在于以规范化治理推动治理流程再造，通过“属地责任清单+部门职责

清单”的双向绑定，确立街乡统筹协调的法定地位，打破了传统的条块关系模式，实现了跨部门、跨领

域的协同治理。 

3.2. 需求响应与资源适配：构建精准化治理的实践范式 

“接诉即办”机制以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为核心枢纽，构建“诉求归集–智能分派–限时处置–满

意度回访”的全周期管理流程，创新性引入“三率两度”(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办理速度、治理深

度)考核指标体系。数据显示，2024 年全年，“12345”受理总量达到 2400 万件，这也意味着平均每位市

民至少拨打过 1 次 12345 热线寻求帮助，同时，2024 年诉求解决率、群众满意率进一步提升，分别达到

96.7%和 97.0% [12]。该机制的内在逻辑契合精准化治理的“需求识别–资源适配”理论框架，实现了资

源配置从粗放供给转向精准匹配，有效提升多元需求下的社区治理效能。 

3.3. 多元共治与价值重塑：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通过权力重构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效能，形成“党政主导–

专业协同–社会参与”的治理生态。北京市建立“社区议事厅–街道协调会–区级联席会”三级协商平

台，将物业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纳入治理流程，并通过《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明确多元主体

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精细化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理论内核，通过构建权责清晰

的共治网络破解治理碎片化与居民参与不足困境。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向

社会组织释放治理空间，如西城区某社区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参与“院落自治”，焕发社区治理的自治活

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为居民参与提供技术载体，“北京通”APP 开设“我要吹哨”功能模块，市

民可直接上传治理问题并参与处置评价，形成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型行动网络，重塑社会相应体现的

公共价值。 

3.4. 技术赋能与风险预判：大数据驱动下的信息化优势 

在技术赋能板块，北京做法构建了“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风险预判–精准干预”的治理闭环。依

托市级大数据平台对 12345 热线、网格巡查、物联感知设备等 16 类数据源的深度融合，通过机器学习算

法生成涵盖社区安全、民生服务、环境治理等领域的 12 类动态分析图谱，包括诉求热力图、风险预测图、

资源调度图等可视化模型，使基层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的精准化模式。在风险预判维

度，系统通过集成地理信息系统(GIS)、时间序列分析(TSA)等，对社区治理中的复合型风险进行动态建

模，将传统治理中依赖经验的模糊判断转化为基于概率的可量化决策，显著提升风险防控的精准度。 

4. 破解超大城市社区治理难题的策略建议 

4.1. 重视红色引擎能力，夯实社区治理基础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也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

路径[13]。首先，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从青年党员、退休干部、社区能人中培养后备力量，积极挖

掘政治可靠、作风优良、业绩突出、公信力强的业务骨干，鼓励他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引导广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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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完善社区党组织架构，对各个单位、组织进行具体分

析，制定适合的组建方案，全面提高党的组织覆盖率，确保党组织覆盖到社区治理的每个角落。其次，

针对居民多元需求下的需求分层，努力推动党建引领与居民需求精准对接。打造“红色阵地”服务平台，

依托实体化服务载体，集成政策宣传、民意收集、矛盾调解等模块，通过党员走访方式，及时收集居民

需求，形成“需求清单”，由党组织牵头，发挥党的统筹力和凝聚力，协调各方资源提供精准化服务，针

对特殊对象提供定制化服务，体现党建引领的“高度、温度、精度”，确保基层社区党组织建设坚强有

力，社区治理基础扎实稳固。 

4.2. 重构主体权责体系，规范社区治理机制 

针对社区复杂主体间的治理责任不清现象，建立“权责清单 + 负面清单”双轨制，明确社区党组织、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主体的职责边界，细化具体事项的责任归属，并列出各主体不

得干预或越权的事项，防止职责交叉和推诿。并通过地方立法或政府规章形式固化权责清单，为其实施

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其权威性和执行力。同时加大赋权力度，从法治角度来增加社区的话语权，要根据

基层治理实际需求，将适合由社区履行的职能职责明确给社区，并赋予相应的执法权力。针对治理盲区，

通过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明确责任主体，确保每一项社区事务都有明确的责任归属。对于责任推诿、工

作不力等行为，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

社区治理监督与评估体系，定期对治理效果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4.3. 凝聚多元治理主体，激发社区自治活力 

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治理主体难以应对多样化的治理需求，根据治理情境合理吸

纳多元治理力量参与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策略。首先，面对主体协同的难题，政府应发

挥引导与协调作用，进一步健全联动制度。通过定期召集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及

居民代表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减少利

益冲突和博弈。同时强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建立社区治理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资源信息的透明化与高效

利用。其次，针对居民参与不足问题，社区可以通过讲座、工作坊等形式，普及社区治理知识，提升居民

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如邻里节、志愿服务等，以文化为纽带扩容

居民“朋友圈”增进居民间的情感联系，提升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发掘培养热心公益、具有影响

力的居民作为社区领袖，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居民参与意识与能力。 

4.4. 挖掘智慧治理潜力，升级社区治理方式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基层治理要做好信息化建设规划，整合数据资源，推动数据共建共享，

拓展智慧应用场景，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14]。针对条块之间信息不开放、不共享的问题，需制定统

一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标准，确保各部门信息系统间的数据兼容性和可交换性，并且构建跨部门、

跨层级的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整合与互联互通，由此打破信息壁垒。其次，针对

动态治理环境中问题复杂多变的特点，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利用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实时监测社区

内的关键指标，及时预警潜在风险，并基于大数据分析结果，对潜在风险进行量化评估，通过模拟仿真

预测风险发展趋势。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和预判，形成“感知–分析–响应”的闭

环治理机制，建立紧急响应团队和预案，确保在风险发生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控制风险扩散，为治理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智能建议。 

4.5. 因地制宜，分层施策 

首先，针对一线城市和高密度人口城市，社区治理的重点在于缓解资源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供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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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类城市普遍面临人口高度集中、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居民需求多样化等问题。因此，在夯实社

区治理基础方面，应充分发挥“红色引擎”的引领作用，通过党建引领整合资源，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

式。同时，借助智慧治理技术，构建精准化的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居民需求，动态

调整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对于新兴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完善治理体系和

制度建设。这类城市通常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治理体系尚未成熟，存在权责不清、机制不健全等问

题。因此，在重构主体权责体系方面，可以通过制定社区治理权责清单和服务标准，推动治理流程的规

范化和透明化。此外，应注重培育社区自治能力，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

积极性，逐步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 
在分层施策方面，短期措施应聚焦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区参与度低等。

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快速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同时，利用智慧化手段简化居民

参与流程，降低参与门槛。中期措施则需注重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例如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升社区组织的专业化水平。长期措施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推动社区治理

与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相协调，例如将社区治理纳入城市更新规划，实现社区空间优化与治理效能提升的

双重目标。 
总之，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策略设计必须立足于城市的具体实际，既要注重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又

要兼顾基层实践的灵活性。通过因地制宜、分层施策，逐步构建起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社区治理体系，

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5. 结语 

超大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共同体形式，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城市向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进

阶，超大城市会不断涌现，这构成了城市发展和演进的基本规律[15]。治国安邦，重在基层。随着中国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基层的治理面对的挑战层出不穷。超大城市治理没有万能药，超大城市社区的治理手

段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不断创新、调整、适应。未来，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应在持续的探索

和实践中总结治理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根据情景建构符合自身实际的治理策略，探索符合地方特色

的治理路径，以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以此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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